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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CFPS和CHFSＧSCAU微观数据,本文实证检验稻作文化对农户融资渠道偏好的影响及作用机

制.研究发现,稻作文化促使农户更偏好非正规融资渠道.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机制

分析表明,稻作区农户之间因为紧密合作而形成的特殊信任,有利于实现熟人间低成本的资源深度交换,从而使

其更偏好非正规融资渠道.拓展性分析发现,业缘分化、社会化服务并没有改变稻作文化对农户非正规融资渠

道偏好的影响.从信任模式角度,本文为理解农户融资渠道偏好提供了新视角.据此,应充分利用特殊信任,扩

充普遍信任,降低金融交易成本,促进正规信贷向农村地区渗透,创新贷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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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非正规金融作为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农户增收、农业发展等有着重

要意义.总体来看,农户的资金来源更多地依赖于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民间金融,而不是基于制

度信任的正规金融.«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报告(２０１４)»显示,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间普通农户的民间借

贷额在负债总额中的比重由６７％下降至５８％.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数据显示,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间农户年内累计借入款总额中民间借贷的占比由６０．４１％上升至６３．４９％.以上数据表

明,尽管近年来农户的非正规金融占比有所变动,但始终超过５０％.非正规金融的旺盛生命力表

明,其存在一定的内生性.比如,它与农业生产特征、农户风险特性相匹配,故能够满足农户对金

融制度安排的内在需求[１].
经济史表明,正规金融体系发达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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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产品的稀缺性等特征制约了正规信贷的供给,农户便只能求助于替代性融资渠道,即非正规金融.
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农户的融资规模较大且高度依赖制度信任的治理机制,民间金融的相

对重要性较低,正规金融在农户经济活动中发挥相对重要的作用.不过,这一规律似乎并不完全符合

中国的情况.我国南方整体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北方[２],但非正规金融发展呈现出“南盛于北”的格局.
在浙江、广东等沿海发达省份,民间金融尤为活跃.显然,中国农户融资渠道的选择呈现出不同于一

般规律的特点,即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户更依赖民间融资渠道.这一现象已经被人们观察到[３][４].农

户融资渠道选择行为背后反映的是农户对不同融资渠道的偏好.根据文化经济(金融)学,文化具有

塑造个体思维、偏好的功能,进而对个体金融活动参与行为产生长久、不易改变的影响.所以,农户融

资渠道选择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悖论关系可能意味着,其不仅由收入、资产等短期的经济性因

素所引起,文化等长期性因素在其中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信任模式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治理机制,是影响农户融资渠道偏好的基础性、长期性因素.当农

户在经济活动中产生资金需求时,特殊信任有利于减少道德风险问题,降低民间信用的交易成本[５],
进而强化了农户对非正规融资渠道的偏好.普遍信任则有利于农户降低对正规信贷的自我排斥程

度,甚至主动寻求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帮助[６].于中国农民的融资渠道偏好而言,信任模式具有尤其

重要的意义.中国是一个以稻麦为基本粮食种类的农业大国,种植传统决定了其在农民信任模式的

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７][８].依据秦岭－淮河一线,中国可划分为秦岭－淮河以南的以水稻为主要

作物的水田种植区和以北的以小麦为主要作物的旱地种植区.种植水稻的农户在农忙时期的协作互

济以及共同修建灌溉系统过程中的协调配合,有利于强化基于亲缘和地缘形成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
从而形成了稻农熟人之间的特殊信任.而种植小麦的农户在农忙时期雇佣异地劳动力,拓展了交往

半径,增加了与村庄外部陌生人的联系,形成了普遍信任[８].
进一步,结合稻、麦作区① 生产总值均值和农户非正规融资渠道选择意愿的描述性统计(见图１

和图２)可以发现: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稻作区生产总值均值明显高于麦作区;同期,尽管较之于正规融资渠

道,稻、麦作区农户均更偏好非正规融资渠道,但是稻作区农户的非正规融资偏好程度明显更高.对

此,不禁要问:南北地区农户之所以有不同的融资渠道偏好,是否与种植文化相关? 是否通过信任模

式产生影响?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快速推进,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社会化服务市场兴起,种植文化

对农户融资渠道偏好的影响,是否会随之改变?

图１　稻、麦作区生产总值均值(单位:亿元)　　图２　稻、麦作区农户非正规融资渠道选择意愿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CFPS数据库.

农户融资渠道偏好作为农村金融制度安排效率的重要体现,是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源泉.对此

问题的考察,不仅有利于解开南北地区农户融资渠道偏好的理论之谜,而且对于如何发挥信任模式的

优势、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提高金融支农的精准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现有文献相

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首次从文化视角(稻作文化)出发,探究农户融资

渠道偏好形成的原因,丰富对民间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差异化根源的理解,拓展农户融资渠道选择影响

因素的相关文献,也拓展资本结构理论;第二,探讨了稻作文化影响农户融资渠道偏好的机理与路径,
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农业种植传统、信任模式和农户融资渠道偏好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三,基于当

前中国的现实背景,检验了稻作文化对农户融资渠道偏好影响的稳定性,探讨稻作文化的影响是否会

随着业缘分化和社会化服务市场发展,而发生根本性改变.

６３１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稻作文化与信任模式

著名社会学家彼得•什托姆普卡认为,信任是相信他人未来的可能行动的赌博,是以他人在未来

一些场合会如何表现的个人推测为基础建立的[９](P３３).信任的作用是面向未来的,但其形成过程是历

史的.也就是说,信任并不是短时间内毫无接触形成的.相反,它建立于人们之间长时间的互动.如

此,方能形成对他人未来行为的准确预判.对于中国农村居民的信任,费孝通(２０１３)认为传统农村社

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世代居住在一起,互相之间交往频繁,建立起以血缘关系为核心延伸至地缘关

系的社会信任结构即“差序结构”[１０](P２５－３４).简言之,即农户较为信任那些血缘关系较近的群体.但是,
农民内外边界是模糊且具有弹性的.除血缘关系外,他们还依据相互之间心理情感亲密认同的程度来

决定信任程度[１１].正如社会资本理论所假定的那样,人们与他人的联系将会增加对他人的信任,反过

来也一样[１２].所以,中国农村居民信任的群体,不仅包括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还包括不具有血缘关系但

在长期农业生产活动中联系紧密的其他社会成员[１３].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由于不同作物所需的种植

方式有所不同,农户与其他社会成员联系的紧密程度也存在差别[７],使得农户形成了不同的信任模式.
水稻与小麦种植所需要的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如水利设施与劳动力,存在数量与季节性的差异.

“治稻者,蓄陂塘以潴之,置堤闸以止之．．．．．．又有作为畦埂.耕耙既熟,放水匀停,掷种于内.候苗生

五六寸,拔而秧之,今江南皆用此法.苗高七八寸则耘之,耘毕放水熇之,欲秀复用水浸之.”[１４](P１０８)

由此可以看出,种植水稻需要精心管理水分.对水分的精心管理离不开灌溉系统,而灌溉系统的修建

需要以大规模协调一致的努力为条件,需要农户之间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１５](P２４－２６).相比之下,小麦

种植主要依靠天然降水以及井水.打井通常只需要一家一户的劳力加上几个帮工,在几天之内就可

完成.灌溉井的使用和维护通常也只限于一家一户,不太依赖于农户间的协调与合作[１６](P５３－５６).
种植水稻需要投入两倍于种植同等面积小麦的劳动力[５].水稻的种植需要精耕细作,从幼苗期、

插秧期到灌浆期及日常的管理都离不开大量的劳动力.插秧、施肥以及收割时的生产劳作往往会在

亲人和熟人的协助下完成.小麦的收割时间相当严格,在麦穗完全成熟的前两三天到完全成熟的当

天收割完毕.因为,早则麦粒未饱,造成减产,晚则倒伏落穗,造成失收[１７].相应地,小麦的种植对劳

动力的需求呈现季节性特征,一般通过雇佣方式解决.由于不同省份之间小麦的成熟期不尽相同,所
以部分处于农闲的农民为满足生存所需,成为跨省份的季节性流动农业工人即“麦客”[１８].

相比之下,南方稻农在农忙时节的亲友互济,水利建设与维护过程中的协调与合作,有利于加强

村庄内部成员之间的往来,逐渐形成了村庄内部成员和宗族成员之间信任度更高的封闭型社会.而

小麦生产较短的播种期与收割期所形成的压力,诱致出劳动力异地雇佣与合作关系② ,增加了与陌生

人交往的机会,因此发展出跨越血缘与地缘的普遍信任[８].可见,稻麦种植方式塑造了南北地区相异

的文化,也构成了内嵌于稻麦文化中的差异化信任格局.具体地,稻作文化引致农户间的特殊信任.
(二)信任模式与融资渠道偏好

根据资本结构理论,企业会权衡不同融资选择所产生的财务成本,以实现最优资本结构.由于信息

不对称,外部资金供给者难以准确评估企业新发行股票的价值,从而导致企业潜在股价下跌.在此情况

下,企业应当选择其他融资工具,如内部融资或债务融资.所以,企业财务成本最小化的融资次序依次

为内源融资、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１９].被卷入社会化分工体系之中的农户,在本质上无异于市场经济

中的企业,作为理性人,农户遵循收益最大化的原则合理配置资源[２０](P２９－４１).更重要的是,作为理性人

的农户也会调整资本结构,以实现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融资成本最小化[２１].不同于(股份制)企业,作为

普遍的小规模经营的农户,存在外源融资需求时,其资本结构调整主要在正规与非正规渠道之间权衡.
正如诺思(２００８)所言,在社会选择过程中,由于个体拥有的有关其他个体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其在

信息处理和利用时存在心智能力上的局限.这种内生于历史文化的信念和辨识环境时的不确定性相结

合,共同决定了个体的选择集合[２２](P５１).农户在调整资本结构时,对于融资渠道的偏好,也不外乎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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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对于特定社会群体而言,内生于历史文化的信念能够通过教育与模仿代代相传并趋于稳

定,从而长期影响人们的偏好与行为决策[２３].信任作为信念的重要表现形式,理应会对农户的融资渠

道偏好产生深远的影响.具体来说,相比麦作区农户信任范围大且信任感较弱的普遍信任,稻作区农户

因紧密合作而形成信任范围小且信任感较强烈的特殊信任,有助于持续地增进熟人间资源、信息的交流

与互补,从而降低非正规融资的成本③ ,使其更偏好非正规融资渠道,其中的作用机理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特殊信任有利于农户降低为获得非正规融资机会而产生的信息搜寻成本.熟人社会的特殊

信任有助于稻作区农户快速地传递私人信息和复杂的隐性知识,比如农户的土地和农具等基本经济信

息、家庭决策者的个人信息及农户家庭收成的历史信息.这降低了稻作区农户对村庄内部潜在资金供

给者信息的搜寻成本.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网点多分布于城镇,与农户的地理距离较远.因而,对
于稻作区农户而言,其收集正规金融机构的信息需要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远多于民间借贷.相比之下,普
遍信任提供了农户与陌生人交流信息的意愿和动机,促进了其对多样化来源信息的接收[２４].相比稻作

区农户,麦作区农户搜集正规金融机构与村庄内部潜在资金供给者信息的成本差异较小.
其次,特殊信任有利于农户降低为达成非正规金融交易所产生的协商成本.每一种文化都存在

信任边界,在边界之内的人比边界之外的人被认为更加值得信任[２５](P２３－３２).当某种不可预见的事件

(如契约中不能明确指定的事项)发生时,信任边界内交易双方对如何解决该事件更容易达成一致的

意见[２６].一般而言,农户受教育水平与金融素养较低,无法完全掌握金融交易合同的所有细节,同时

缺乏对信贷需求者所受法律保护的高度理解.如此,农户是否信任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及信任程度,
对于其申请贷款的行为决策尤为重要.在与商业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接触较少的情况下,对
于贷款申请过程中涉及自身隐私的表格填写及复杂繁琐的合同签订,信任半径较短的稻区农户可能

会较难理解,容易因与正规金融机构意见不合而反复沟通.而农户与亲友间发生的借贷活动是基于

长期共同生产中频繁接触所形成的高度信任,双方之间可通过口头协议的日常性方式达成交易[２７],
稻作区亦不外乎如此.即便农户求助于民间金融机构,也是更多地依赖于借贷双方私下的信任.这

是因为民间借贷、互助会、钱庄、基金会等民间金融机构多根植于本地,为当地农户熟识之人发起,机
构负责人可能是社区中的领导或者大姓家族的权威人物[２８].相比之下,在长期小麦种植中形成普遍

信任的农户,对于申请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顾虑较少,接触正规金融机构的意愿更强,也更容易与正

规金融机构就交易内容达成一致意向.
最后,特殊信任有利于农户降低非正规金融交易合约的执行和事后监督成本.稻作区农户常常

会面临一系列集体行动问题,比如谁来分担灌溉系统兴建与维护的成本,如何分配收益以及怎样监督

各种行为.为防止搭便车行为,村庄内部自发形成了道德规范[２９].在修建灌溉工程的过程中,稻作

区农户世代之间基于道德规范的反复多次博弈,形成双方相互的特殊信任.所以,在南方传统乡村社

会,稻作区农户群体内部之间的特殊信任所隐含的道德规范,使得交易各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受到舆

论、道德的抑制,从而对契约实施的结果具有更为确定的预期[３０].这为出借方提供了稳定的心理预

期,降低了借贷合约的执行和事后监督成本.相比之下,麦作区农户无需修建与维护灌溉系统,所面

临的集体行动问题相对较少,所形成的地方性规范也相对薄弱.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１:稻作文化促使农户更偏好非正规融资渠道;
假设２:稻作文化促使农户更偏好非正规融资渠道的机制在于,其引致的特殊信任有利于熟人间

实现低成本的资源深度交换.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２０１４年截面数据.２０１４年 CFPS
数据库的调查范围覆盖全国２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４９８个区县,样本规模达１３９４６户,具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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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全国代表性及省级代表性.２０１４年CFPS数据库调查内容涉及家庭层面的融资意向、家庭收

入等和个人层面的健康、年龄、婚姻、职业等详细信息,为本文深入研究农户的融资偏好问题提供

了良好的数据支持.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２０１４年CFPS数据库没有提供农户所经营地块类型的相关数据,本文使用

２０１０年的数据进行弥补.此做法具备一定合理性,因为地块类型依赖于当地的气候环境与地形条

件,短时间内一般不会发生较大的变化,所以本文使用２０１０年 CFPS数据库中的家庭经营地块类型

数据进行替代.为此,本文依据家庭样本编码,将２０１０年与２０１４年 CFPS调查数据进行匹配,并选

取了从事农业的家庭样本,在剔除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后,最终获得有效样本１７５２个.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华南农业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共同开发的“普惠金融与三农研究”调研数据(以下

简称为CHFSＧSCAU)④ 也提供了农户经营耕地种植类型的详细数据,本应作为本文最理想的实证数

据来源,但农户融资意向仅提供了２０２１年７月底的相关数据,有效农户样本仅３００个左右.加之,一
方面,尽管历史数据的时效性较弱,但其可以较好地保持事物变化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文化更多地

通过家庭成员代际传播,而非决定于环境特征,且对个体行为与决策产生长久的影响,具有稳定性.
因而,本文以２０１４年CFPS数据作为基准回归、机制检验、异质性检验和部分稳健性检验的数据来

源,采用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CHFSＧSCAU数据进行跨数据库的稳健性检验.
(二)变量选取

１．被解释变量:农户融资渠道偏好.参考马晓青等(２０１２)的研究,本文根据２０１４年 CFPS家庭

经济调查问卷中的“首选借款对象”这一问题的回答来定义农户融资渠道偏好[３１],将回答“银行”或者

“非银行正规金融机构”的农户家庭定义为偏好正规融资渠道的样本,赋值为０;将回答“亲戚”“朋友”
或者“民间借贷机构和个人”的农户家庭定义为偏好非正规融资渠道的样本,并赋值为１.

２．核心解释变量:稻作文化.结合现有研究,本文根据２０１０年CFPS家庭调查问卷中的“您家经

营水田多少亩”的数据,计算“经营土地中水田面积的比例”以度量农户的稻作文化[７][３２].

３．控制变量.尽管农户的决策多为家庭层面的联合决策,但户主在家庭的农业生产、日常生活决

策中常常发挥着主导作用.与此同时,经济状况、社会资本和人口结构等方面的家庭特征,也会影响

农户的融资渠道偏好.所以,户主特征与家庭特征需要被考虑在内,以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具体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情况见表１.
　表１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说明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农户融资渠道偏好
亲戚朋友以及民间借贷机构和个人＝１,银
行等正规金融机构＝０ １７５２ ０．７５２ ０．４３２

核心解释变量 稻作文化 经营土地中水田面积的比例(％) １７５２ ２３．１１０ ３７．６７２

控制变量

年龄 户主年龄 １７５２ ４４．７２６ １１．８４４
婚姻状况 户主婚姻状况:已婚＝１,未婚＝０ １７５２ ０．９５２ ０．２１４
文化程度 户主受教育年限 １７５２ ７．３４９ ４．１３７
性别 户主性别:男性＝１,女性＝０ １７５２ ０．６５６ ０．４７５
健康状况 户主健康状况:健康＝１,不健康＝０ １７５２ ０．８８５ ０．３１９

金融知识
户主金融知识:利率、通胀、风险识别分别设计

２题,共６题,正确为１,否则为０,并累加分值 １７５２ ０．２６０ ０．８５０

农业收入 家庭年农业收入自然对数 １７５２ ６．６２０ ４．２１９
工资性收入 家庭年工资性收入自然对数 １７５２ ６．６９０ ４．９４６

家庭现金存款
家庭现金与存款总额自然对数,存款包括活
期存款与定期存款 １７５２ １０．１３３ １．７７７

金融产品持有
家庭是否持有股票、基金、信托等金融产品:
是＝１,否＝０ １７５２ ０．０１６ ０．１２５

家庭抚养比 １４岁以下６０岁以上人数与劳动力人数的比值 １７５２ ０．２１７ ０．４３１
房屋价值 家庭房产价值自然对数 １７５２ １０．５３３ ３．６０１
人情礼支出 家庭年人情礼支出自然对数 １７５２ ７．６１１ １．１２２
交通通讯工具费用 家庭年交通通讯工具费用自然对数 １７５２ ４．３２３ ３．４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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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设定

为验证待检验假设,本文构建如下Probit回归模型:

Pr(bankcrediti＝１)＝φ(α０＋α１ricei＋α２Xi＋λi) (１)
式(１)中,i表 示 第i个 农 户 家 庭,被 解 释 变 量 bankcrediti 为 农 户 融 资 渠 道 偏 好 的 指 标,

bankcrediti＝０表示农户更偏好正规融资渠道,bankcrediti＝１表示农户更偏好非正规融资渠道.核

心解释变量ricei 为农户的稻作文化指标,即经营土地中水田面积的比例.Xi 是控制变量,λi 是南北

地区虚拟变量⑤ .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２列(１)汇报了稻作文化对农户融资渠道偏好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估计结果表明,稻作文化

变量的系数为正,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水田占比的增加会显著提升农户对非正规融资渠

道的偏好概率,验证了假设１.
　表２ 稻作文化对融资渠道偏好的影响

融资渠道偏好
(１) (２) (３)

Probit 第一阶段 IV－Probit

稻作文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４)

水稻种植适宜度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１６．０３７
(１１．９９１)

样本量 １７５２ １７５２ １７５２
PseudoR２ ０．０２８
Waldchi２ １３７．９３

　　注:表格中列(１)和(３)为边际效应估计结果,下文IVＧProbit模型所汇报的估计结果也均为边际效应;括号内为聚类到村庄层面
的标准误⑥ ;∗∗∗、∗∗和∗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二)内生性检验

由于农户融资渠道偏好会受到风俗习惯等不可观测变量的影响,所以基准回归结果可能存在遗

漏变量问题.与此同时,农户融资渠道偏好也是对其可选择融资渠道的合理映射,可能会受到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尽管本文已经从个体、家庭和地区层面控制了可能影响农户融资渠道偏

好的因素,但是模型仍可能存在遗漏其他重要变量的内生性问题,需进一步对其进行内生性检验.
参考现有相关文献[８],本文利用 ArcGIS软件获取来源于GlobalAgroＧEcologicalZones(GAEZ)

数据库的农户所在省份水稻种植适宜度指数,将其作为稻作文化的工具变量.地区气候和土壤等自

然禀赋条件与该地区农户的水稻种植情况高度相关.水稻种植适宜度越高,该地区农户种植水稻的

可能性则越大,而农户个体的融资渠道偏好受水稻种植适宜度影响的可能性较小.因此,选择水稻种

植适宜度指数作为工具变量,符合相关性与排他性假设.回归结果如表２列(２)(３)所示,可以发现,
在第一阶段回归中,工具变量的系数在５％的水平上显著,AndersonＧRubin Wald检验的卡方值为

１５．１３０,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CraggＧDonaldWaldF统计量为２５．９８３,同时atanhrho_１２检验值为

０．０７５,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以上结果均表明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相比表２列(１)汇报的Probit模型的边际效应(０．００１),使用工具变量后IVＧProbit模型回归的稻

作文化边际效应估计系数(０．０２６)显然更大,说明忽略内生性的估计可能低估了稻作文化对农户融资

渠道偏好的影响.基于此,在下文的分析中,本文主要汇报IVＧProbit的边际效应估计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１．重新刻画核心解释变量.参考丁从明等(２０１８)的研究,本文根据２０１０年 CFPS家庭调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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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中“您家拥有/经营的土地类型”以及“您家种植的农林作物”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重新刻画核心解

释变量并进行回归检验[８].具体而言,本文将回答“水田”或者“水稻”的农户稻作文化变量赋值为

１,将回答“旱地”或者“小麦”的农户赋值为０.如果农户同时拥有/经营两种类型的土地或者同时

种植两种作物,则通过比对种植面积的大小确定农户的种植类型.如果水稻的种植面积更大,将
该农户赋值为１,反之为０.回归结果如表３列(１)所示,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本文的主要结论

依然成立.

２．替换样本数据:基于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CHFSＧSCAU数据的再估计.为进一步保证上述结论的

可靠性,本文使用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 CHFSＧSCAU 数据进行再检验.对于稻作文化的度量,根据

CHFSＧSCAU农业生产经营问卷中“这块耕地主要种植了哪些农作物”这一问题,将回答“水稻”的
农户赋值为１,回答“小麦”的农户赋值为０.如果农户同时种植水稻和小麦两种作物,则按照农户

是位于稻作区还是麦作区进行划分.若农户位于稻作区赋值为１,位于麦作区则赋值为０.对于

融资渠道偏好的度量,根据CHFSＧSCAU农业/工商业生产经营信贷和其他负债问卷中“您家计划

从下列哪个渠道借入所需资金”这一问题,将回答“银行、信用社”的农户赋值为０,将回答“亲朋好

友”“民间金融组织”等的农户赋值为１.
表３　重新刻画核心解释变量及替换样本数据的估计

融资渠道偏好　　
(１) (２)

更换核心解释变量 替换样本

稻作文化 ２．４１３∗∗∗

(０．５６３)
２．９９５∗∗∗

(０．２６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地区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３２７６ ２７８
Waldchi２ ６８３．７１ ４８４．５７

其他控制变量设置与上文类似.回归结果

如表３列(２)所示,在替换样本数据后,本
文的主要结论依然成立.

３．可能的遗漏变量１:基于宏观经济

因素的 考 虑.受 地 区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影

响,农户的认知水平也有所不同,进而作

用于其融资渠道偏好.经济发达地区的

农户了解金融知识与信息的渠道更多,
可能对正规金融机构的信任程度更高,也更愿意参与正规金融交易.水稻种植主要在南方,南
方经济总体比北方活跃,水稻种植与民间融资渠道偏好之间的估计结果可能会因遗漏变量而出

现偏误.
在农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农户生产投资需求也相对旺盛,由此产生的资金需求难以从资金总

量小的非正规融资渠道得到满足.这驱使其不断加深对正规金融机构信贷政策的了解与认识,有助

于纠正农户群体对正规金融机构信贷供给的认知偏差.为此,本文以各省份生产总值自然对数和农

业产值占比分别度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基准方程中.
回归结果如表４列(１)~(３)所示,稻作文化对农户融资渠道偏好的影响依然显著为正,说明本文的核

心结论是稳健的.

４．可能的遗漏变量２:基于农户融资需求特征的考虑.农户融资需求特征主要表现为融资需求期

限和融资需求规模.第一,农业生产周期是农户融资需求期限的重要影响因素.相比跨年生产作物

小麦,水稻生产周期较短,尤其是双季稻,稻农融资需求呈现时间短且灵活的特征.这不仅与非正规

融资渠道的特点相适应,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稻作区非正规金融市场的繁荣与发展.第二,农
户可能会因融资需求数量的差异而偏好不同融资渠道.一般而言,对比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私人借

贷、非正规金融机构等所能提供的资金量较小,农户可能会根据自身资金需求量大小与融资渠道之间

的适配程度而表现出对某一特定融资渠道的偏好.
为了检验在考虑农户融资需求特征后,稻作文化是否依然对农户融资渠道偏好产生影响,本文使

用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CHFSＧSCAU农业/工商业生产经营信贷和其他负债问卷中“您家这笔生产经营民

间借款的期限是多久”这一问题的回答来度量农户生产经营的借款期限,根据“农户计划从相应融资

渠道借入所需资金数额”这一问题的回答来度量农户的计划融资量,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基准方

程中.回归结果如表４列(４)~(６)所示,本文的主要结论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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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 关于遗漏变量的讨论

融资渠道偏好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稻作文化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８)
２．８７４∗∗∗

(０．４５８)
２．８３５∗∗∗

(０．４７６)
２．８４７∗∗∗

(０．４７５)

地区生产总值 ０．３６３∗∗∗

(０．１３０)
０．２１５
(０．１４３)

农业产值占比 ０．０５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７)

借款期限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７)

计划融资量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７５２ １７５２ １７５２ １７１ １７１ １７１

Waldchi２ ９１．１２ ２１６．１８ １４４．７０ ２１１．６０ ２０５．６６ ２１３．２０

５．基于秦岭—淮河分界线样本的再估计.在秦岭—淮河分界线两侧一定范围内,除农户主粮种

植类型存在差异外,经济发展、制度建设等方面并没有本质区别.因此,基于分布于秦岭—淮河分界

线两侧的样本,可构造类似自然实验的数据结构,得到更加稳健与可靠的估计结果[３３].参考洪炜杰

和罗必良(２０２３)的研究,保留四川、甘肃、陕西、湖北、河南、安徽和江苏七个省份[３３],并进行回归.结

果如表５所示,稻作文化依然对农户非正规

　　　表５ 基于秦岭—淮河分界线样本的再估计

融资渠道偏好 (１) (２)

稻作文化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６)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地区虚拟变量 不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６８８ ６８８

Waldchi２ １４．４５ １０５．２４

融资渠道偏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五、机制检验和异质性分析

(一)机制检验

根据上文理论分析,稻作区经营土地中

更高的水田面积比例,增强了农户农业生

产对亲友间互济的依赖程度,进而诱使其

对熟人群体的信任程度更高.当农户出现

融资需求时,其与熟人群体之间的特殊信任降低了民间借贷的融资成本,因而更倾向于求助信任

程度较高的熟人群体.为验证这一假设,本文使用２０１４年CFPS成人调查问卷中的“一般来说,您
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还是和人相处要越小心越好?”这一问题的回答来度量农户的信任半

径,以划分农户的信任模式.若农户认为“大多数人可以信任”表示其信任半径相对较长,为普遍

信任模式,并赋值为１;若农户认为“越小心越好”则表示其信任半径较短,为特殊信任模式,并赋值

为０.稻作文化对信任模式的回归结果见表６.可以发现,农户的稻作文化在５％显著性水平上负

向影响其信任模式,表明在稻作文化影响农户融资渠道偏好的过程中,特殊信任发挥了中介效应.
由此,假设２得以验证.

(二)异质性分析

　　　表６ 机制检验:信任模式

信任模式 (１) (２)

稻作文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７)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地区虚拟变量 不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７２１ １７２１

Waldchi２ ６．５３ ６０．５９

稻作文化对农户融资渠道偏好的影响可

能因不同的经营规模 和 收 入 水 平 存 在 异

质性.

１．基于农户经营规模的异质性分析.
近年来,随着土地流转市场的发 展,农 村

出现了一批大规模转入土地从事农业规模

化经营的农户.由于经营面积较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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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一般通过雇佣劳动力来完成农业生产和改进灌溉设施,这使其与其他农户之间的生产性合

作紧密程度有所下降.与此同时,规模农户通常具有年轻化、较高的人力资本等特征,利用现代

通讯工具获取正规信贷信息的能力更强.不同于以消费性信贷需求为主的传统农户,规模农户

一般以生产资料购买、劳动力雇佣以及机械配置等生产性信贷需求为主,尤其是大规模农户.
而相比消费性信贷需求,生产性信贷需求较难从非正规融资渠道得到满足.为考察不同经营规

模农户的稻作文化对其融资渠道偏好的影响,参考已有研究[３４]和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耕地

统计口径,本文以经营规模是否小于１０亩为标准,划分出小农户和规模农户进行分组检验,结
果如表７列(１)(２)所示.

２．基于农户收入水平的异质性分析.家庭收入高的农户在抵押担保和资信能力方面更容易获得

金融机构认可.正规金融机构本身具有“嫌贫爱富”的特征,其目标客户一般为收入偏高的农户群体.
农户获得信贷可能性的增加提高了其外源融资积极性,因而家庭收入较高的农户可能更倾向于选择

正规融资渠道.为考察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稻作文化对其融资渠道偏好的影响,以农户家庭总收入

１/４和３/４分位数为标准,划分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农户家庭进行分组检验,结果如表７列

(３)~(５)所示.
根据表７可以发现,稻作文化均正向显著影响了不同经营规模和收入水平农户的融资渠道偏好.

不同经营规模和收入水平农户的稻作文化的估计系数差异较小,且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本文进

一步采用似无相关模型SUR检验对不同经营规模和收入水平的组间系数差异进行检验,结果均不

显著.这说明,稻作文化对农户融资渠道偏好的正向影响,在不同经营规模和收入水平农户间无显著

差异.
　表７ 异质性分析:不同经营规模与收入水平

融资渠道偏好

经营规模

(１) (２)

小农户 规模农户

收入水平

(３) (４) (５)

低 中等 高

稻作文化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２７０ ４８２ １２９ ８４３ ７６７
Waldchi２ １６３．７８ ９０．７４ １６３．２５ １２４．４２ １３１．４６
SUR检验P值 ０．７４１ ０．１０１ ０．６７４ ０．１８４

　　注:本文对三组回归的组间系数差异性进行两两检验.其中,列(３)中的SUR检验P值对应列(３)与列(４)的组间系数差异性检
验,列(４)对应列(４)与列(５)的组间系数差异性检验,列(５)对应列(５)与列(３)的组间系数差异性检验.

六、拓展性分析

(一)农户业缘分化、稻作文化与农户融资渠道偏好

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诱发了原本高度同质化农户的职业分化,农民的社会网络也得

以拓展.这使得农户可获得的金融信息量大幅增加,提高了农户参与正规金融交易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非农收入较务农收入高,收入提高后农户的抵押担保和资信能力等也更容易获得正

规金融机构的认可.然而,这些并不意味着农户的融资渠道偏好会发生明显的改变.究其原因

在于,主粮种植类型衍生出的地区间差异化的信任模式对农户融资渠道偏好的影响,具有相对

稳定性与不易改变的特点.根据行为经济学理论中融贯的任意性原则[３５],农户在与他人协作

过程中促进了相互之间的联系与信任,确立了特定借贷对象偏好.这些偏好随着农户之间长时

间的正式与非正式经济互助活动的开展,逐步变得清晰,甚至在代代相传中得到强化,绵延

至今[３６].
具体地,农户的非农就业可细分为本地务工和外出务工两种类型.一般而言,外出务工可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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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范围更广,就业机会也相应更多,大量农民外出务工以提高收入.但由于种种原因,农村外出务

工人员的亲友仍留在农村,他们之间的人情交换可表现为农村亲友提供生产和生活帮扶,外出务工人

员则进行农地的免费流转.这可能使得种植水稻的村民之间的生产联系更为紧密,双方之间的信任

不断加深.此外,根据«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２００５)»,农民外出务工主要依托于以亲缘、地缘

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信息网络,８８％的农民工外出是通过亲友帮带和介绍的[３７].由此,农民

工进城后往往相聚而居,形成了人们所熟知的北京“浙江村”、广州“湖北村”、深圳“湖南村”等现

象[３８].所以,外出务工的农民以亲友结伴的形式流入相同的区域,交往对象也多局限于老乡和亲友

圈子范围,融资渠道偏好也不会发生明显的改变.
为探究农户业缘分化是否会改变稻作文化对农户融资渠道偏好的影响,本文使用农户非农人数

占家庭总人口数量的比重,来度量农户业缘分化程度.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加入农户业缘分化程度

与稻作文化的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实证结果如表８列(１)所示.可以发现,农户业缘分化

与稻作文化的交互项系数并不显著.这表明,我国工业化进程带来的农户业缘分化并没有弱化稻作

文化对农户非正规融资渠道偏好的正向影响.
(二)社会化服务、稻作文化与农户融资渠道偏好

在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不断发育、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的背景下,农户会通过购买生产性服

务替代自身劳动投入,以节省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从表面上看,这可能会降低在水稻生产

过程中,稻作区农户之间互助共济、协调合作的程度,进而缩小稻农之间、麦农之间的生产性合作

差异.实际上,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的发育只是改变了农户间生产合作的表现形式,即由互惠性

合作转变为商业性服务,并没有明显改变农户之间生产性协作的紧密程度.这是因为,农业社会

化服务的发展需要与当地乡村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制度相适应.在长期农业生产过程中,
因不同的主粮种植类型,南北方衍生出特征迥异的地区文化.不同于麦作区农户,稻作区农户的

社会互动和合作对象可能更倾向于熟人网络中的成员.当前农业社会化服务主要集中于产中服

务环节,尤其是机械收割服务,南方稻区为小范围的、多中心的农机本地作业服务市场,北方麦区

则更多为跨区作业.
为进一步探究社会化服务是否改变稻作文化对农户融资渠道偏好的影响,一方面,使用２０１４年

CFPS家庭调查问卷中“雇工费”以及“机器租赁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分别构建农户参与社会化服务

程度和农户购买社会化服务的支出两个指标,来度量农户使用社会化服务情况.其中,农户参与社会

化服务程度为二元变量,即农户是否购买社会化服务;农户购买社会化服务的支出则是对农户社会化

服务投入水平的细化表征,为雇工费与机器租赁费之和.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分别加入稻作文化与农户

参与社会化服务程度的交互项、稻作文化与农户购买社会化服务的支出的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

归,具体实证结果如表８列(２)(３)所示.另一方面,参考黄玖立等(２０２３)、刘启超和王亚华(２０２４)的研

究,使用来源于«１９５７年各省(市、区)农作物面积及产量分县统计资料汇编»的１９５７年各省份水稻播种

面积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来重新度量稻作文化[３９][４０],与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CHFS－SCAU数据库中

农户家庭和户主特征情况相匹配.这是因为,在１９５７年这一时间节点上,中国农业机械化进程尚处

于起步阶段,同时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使得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缺乏需求.而“社会化服务”一词也是

在１９８３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及.随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日益受到重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因此,在当前社会化服务市场不断发育的背景下,采用稻麦种植的历史数据可以有效地排除社会化服

务对农户种植行为的影响,更好地探究稻作文化对农户融资渠道偏好的影响.具体实证结果如表８
列(４)所示.

由表８列(２)(３)可知,农户参与社会化服务程度和购买社会化服务支出与稻作文化的交互项系

数均不显著.由列(４)可知,即使在排除社会化服务的影响后,稻作文化对农户融资渠道偏好的影响

依然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些结果均表明,社会化服务并没有改变稻作文化对农户非正规融

资渠道偏好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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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８ 拓展性分析:业缘分化与社会化服务

融资渠道偏好 (１) (２) (３) (４)

稻作文化 ０．０２７∗∗∗

(０．４６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５)

农户业缘分化 ０．４０３∗

(０．２１８)

参与社会化服务程度 ０．００１
(０．１７１)

购买社会化服务支出 ０．２３８
(０．３０３)

稻作文化×农户业缘分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

稻作文化×参与社会化服务程度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稻作文化×购买社会化服务支出 ０．０４６
(０．０７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７５２ １２６２ １２６２ １６４２
Waldchi２ １５７．００ ８６．５６ ８９．７１ ２７２．９０

七、结论与建议

农户融资渠道偏好是农村金融制度安排的重要考量内容.若制度安排与农户融资渠道偏好不契

合,农村金融市场中正规金融供求则难以实现平衡.总体而言,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北方地

区,但相比北方地区种植小麦的农户,南方地区种植水稻的农户更偏好民间融资渠道,而非银行、信用

社等正规融资渠道.稻作区农户对于民间融资渠道的偏好,更多的是出于主观的倾向与选择.其中

的深层次原因值得深思.本文从理论层面梳理了稻作文化影响农户融资渠道偏好的内在机理,并进

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稻作文化显著提升了农户选择非正规融资渠道的主观意愿.水稻种植

农户之间的特殊信任,有利于实现低成本的资源深度交换,从而使其更偏好非正规融资渠道.进一步

讨论发现,业缘分化、社会化服务并没有改变稻作文化对农户非正规融资渠道偏好的正向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以融资成本为切入点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对于稻作区农户而言,

作为贷款需求者,其应当积极拓宽和提高正规信贷信息获取渠道及效率,可以通过向成功获得正规信

贷的农户询问贷款经验,与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合作联合贷款等方式,促进自

身与正规金融机构间信任关系的构建与深化,帮助双方实现信息的传递和分歧的解决,以降低正规信

贷信息的搜寻成本和交易达成前的协商成本.第二,对于正规金融机构而言,作为贷款供给者,其应

当针对稻农信任半径较短的特征,加大向稻农宣传相关信贷产品(服务)与信贷政策的力度,比如进村

入户、面对面解答等,以及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和现代信息通讯手段,建立正规信贷信息发布平台,为稻

农提供金融信息和相关咨询服务,增进稻农对贷款条件及申请流程的了解,从而降低稻农的事前信息

搜寻成本以及协商成本.第三,对于政府而言,在一些正规金融发展较滞后的稻作地区,政府可以充

分发挥稻作文化在信息传递方面的积极作用,引导正规金融机构与村庄能人、村干部或民间中介等农

村社会网络的关键节点实现各种形式的信息联结,提升正规金融机构捕捉稻农信息的能力,推动统一

(信息)大市场的形成,创新贷款模式,进而降低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合约执行成本和对稻农的事后监

督成本.

注释:

①除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以外,以秦岭－淮河为分界线划分我国主要粮食种植区域,秦岭－淮河以北是以小
麦为主要作物的旱地种植区,以南则是以水稻为主的水田种植区.但因秦岭－淮河线横跨多个省份,所以以水田面积与水田和旱地
面积之和的比值为基准划分这些省份,若该省份水田面积占比超过５０％,则其属于稻作区;否则,属于麦作区.其中,水田和旱地的
面积来源于国土调查成果共享应用服务平台,https://gtdc．mnr．gov．cn/shareportal＃/.

②水稻的种植周期短于小麦,尤其是双季稻.这可能使得相比麦农,稻农之间的合作时长明显较短.然而,在南方双季水稻种植
过程中,稻农之间需要换工、统筹安排抢收早稻、抢种晚稻,这也称之为“双抢”现象.所以,由“双抢”现象便可窥见,种植双季稻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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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对彼此之间的协调与合作需求更高.
③非正规融资的成本由利息和交易成本两部分构成,利息是指借款所需要偿还的利息,交易成本则主要包括信息搜寻成本、协商

成本和监督成本等.
④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CHFS－SCAU数据库来自全国性抽样调查,采用三阶段、分层PPS抽样办法.第一阶段采用分层人口规模比

例概率(PPS)抽样方法随机抽取区县,第二阶段在区县内抽取社区,第三阶段在社区内随机抽取住户.调查覆盖全国２９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２６９个区县、１０２８个社区(村),样本规模达２２０２７户.

⑤由于水稻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可能会存在南方地区的其他特性而非稻作文化本身对农户融资渠道偏好产生影响,为了避免
这一问题所导致的估计偏误,需要控制南北地区变量.秦岭—淮河分界线是目前相对公认的中国南北分界线,其能够显著区分南北
地区在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因此,本文以秦岭—淮河为分界线区分南北地区.

⑥由于水稻种植过程中灌溉合作以及灌溉系统修建一般以村为单位,且村落之间并不密集,较为零散,所以稻农之间的合作更多
地局限于村庄内部成员之间,其融资渠道偏好也具有较强的聚类效应.另一方面,同一村庄内农户的融资偏好可能会相互影响,在现
实中,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关系较为亲密的农户,不仅融资渠道偏好一致,而且首选融资对象也相同.基于以上两方面的考虑,本文使
用聚类到村庄一级的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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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eCulture,TrustModelsandFarmingHouseholds＇FinancingChannelPreferences
HUANGJingyi　MIYunsheng　ZHANGYizhi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outh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Guangzhou５１０６４２,China)

Abstract:BasedonCFPSandCHFSＧSCAUmicrodata,thispaperempiricallyexaminestheimpactof
ricecultureonfarminghouseholds＇financingchannelpreferenceanditsunderlyingmechanism．Itis
foundthatriceculturecontributestofarminghouseholds＇preferenceforinformalchannelfinancing．
Afteraseriesofrobustnesstests,theconclusionstillholds．Themechanismanalysisshowsthatthe
particularizedtrustbetweenfarmersinthericefarmingareaduetoclosecooperationfacilitatesthe
realizationoflowＧcostanddeepexchangeofresources,whichleadstoapreferenceforinformalfiＧ
nancingchannels．ExtendedanalysisfindsthatnonＧagriculturalizationandsocializedservicesdonot
changetheeffectofricecultureonfarminghouseholds＇informalfinancingchannelpreference．From
theperspectiveoftrustmodel,thispaperprovidesnewperspectivesforunderstandingfarming
households＇financingchannelpreferences．Inthisregard,itiscrucialtoleveragespecifictrusttoexＧ
pandgeneraltrust,reducetransactioncostsinfinancialdealings,facilitatethepenetrationofformal
creditintoruralareas,andinnovateloanmodels．
Keywords:RiceCulture;FormalFinancing;InformalFinancing;ParticularizedTrust;Generalized
Trust;Financing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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